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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系统梳理近十年家庭沟通、自我效能感与青少年焦虑情绪的关联研究。研究表明，建设性家庭

沟通（如高对话定向、情感温暖）通过增强家庭凝聚力与弹性显著降低青少年焦虑风险；相反，消极沟通模

式（冲突、指责）则会加剧焦虑症状。自我效能感作为核心心理资源，对焦虑缓解具有双重价值：既直接缓

冲负性情绪，亦通过促进社会适应能力推动个体发展。核心发现揭示：自我效能感在家庭沟通与焦虑情绪间

存在显著中介效应。具体机制表现为，建设性沟通通过提供替代经验、社会支持及掌控性体验三条路径提升

自我效能感水平，进而强化情绪调节能力并降低焦虑水平。调节效应分析进一步表明：家庭教养方式（权威

型/专制型/忽视型）与文化社会经济背景共同构成该中介路径的边界条件。本研究整合多维度证据链，构建

“沟通方式－心理机制－情境调节”的综合框架，强调跨文化差异对干预路径的调节作用。未来研究需深入

探索自我效能感中介机制的神经内分泌通路及基于文化适配性的分层干预策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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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据 2022年WHO数据，青少年焦虑障碍发病率持续上升，已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家庭开放沟通与自
我效能感提升可能是关键保护因素，但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变量间的两两线性关系，未能揭示三者的动态交互机制，
尤其缺乏对自我效能感中介通路的系统检验[1]。焦虑症以持续担忧、紧张和恐惧为特征，影响情绪、社交功能并
引发躯体症状。家庭沟通模式显著塑造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然而当前研究往往孤立探讨两两关系，忽视了自
我效能感在家庭沟通与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它既是沟通的结果，也是对抗焦虑的心理资源。本文通过综述现
有证据，旨在揭示家庭沟通、自我效能感与焦虑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尤其关注家庭沟通通过提升自我效能感缓
解焦虑的中介路径，并分析文化、社会经济与教养方式的调节作用，为家校协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二、国内外近期研究进展

（一）青少年焦虑情绪研究现状

青少年是焦虑的易发人群，他们处于身心迅速发展时期，面临确立自我同一性、发展自我意识等诸多任务，
同时承受着较大学习压力，容易出现心理整合的混乱[2]，表现出情绪问题。比如，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调查课题
组（2013）发现，29.1%的青少年常有焦虑情绪，其中 43.5%面临人际焦虑，43.6% 存在考试焦虑；近期元分析
研究整合 2010 至 2020 十年间数据发现 ，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的焦虑检出率分别为 12.3%、27%以及
26.3%[3][4][5]。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 2021）进一步揭示了焦虑症对青少年健康的深远影响：其疾病负



109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担占青少年精神障碍总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的 40.3%，在 15-19 岁年龄组达到峰值[6]。性别差异方面，
女性青少年焦虑症年龄标准化患病率（4380.9/10 万人）显著高于男性（2632.8/10 万人），可能与青春期激素变
化、社会角色期待及情绪表达方式相关。地区分布上，城市地区青少年焦虑患病率是农村的 1.6 倍，反映出教
育内卷化、家庭结构变迁等社会因素的影响[6]。GBD 2021 报告的中国青少年焦虑症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为 2.6%，
进一步证实了焦虑在青少年群体中的高发性。

从影响维度看，焦虑对青少年的危害已得到广泛证实。焦虑对青少年的身体健康、认知能力、学业成绩和社
会适应等多个方面存在消极影响[7][8][9]，严重干扰他们正常的学习生活，并且会增加未来学业失败、药物滥用、
自杀行为和不良家庭关系的可能性[10]。总之，焦虑在青少年群体中较为常见，并且对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存在严重
的消极影响。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青少年焦虑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为缓解青少年焦虑提供科学依据。

（二）家庭沟通研究现状

家庭是儿童的主要社会化场所，其对儿童的行为的影响贯穿一生[11][12]。家庭沟通是家庭成员间交换信息、思
想与情感的动态互动过程，其运作质量直接表征家庭功能系统的平衡状态[11][13]。

家庭沟通模式理论指出，家庭沟通本身具有系统性特征，并与多重家庭变量（如家庭凝聚力水平、教养方式
类型、价值传承模式、信息加工策略等）存在结构性关联[14][15]。该理论特别强调沟通的学习性质，认为家庭互动
经验会显著影响子女的沟通行为与能力。具体而言，家庭沟通模式塑造着子女在与父母、朋友及亲密伴侣互动时
所展现的行为模式[16]。例如，成长于高对话定向家庭中的子女，通常表现出更高的沟通能力与灵活性。这种沟通
能力的优势，加之较高的情感智力[17]，有助于他们更有效地运用自我披露、关系维护等技巧来建立和维系良好的
人际关系[18]。因此，探究家庭沟通模式对个体（尤其是子女）的行为适应与心理发展结果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关于家庭沟通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在性别差异上结论不一，而跨文化视角则揭示了更复杂的图景。在性别
的影响作用上，研究结果存在显著分歧。具体而言，Masslam 指出，青少年的性别对家庭沟通无影响[19]；Noller
与 Callan 认为，男孩与父母的沟通更能使父母满意[20]; Smollar 与 Youniss 则认为，女孩与母亲沟通效果更佳[21]；
Youniss和 Ketterlinus的研究则表明，母女之间的沟通比父女更开放[22]。此外，Finan等人以青少年群体及父母
为研究对象发现，母女、父子之间的沟通可以预测成年后抑郁症状的减轻[23].

跨文化研究表明，与西方相比，中国家庭沟通更注重功能性而非情感表达。父母较少使用语言或非语言情感
支持[24][25]，导致青少年抑郁/焦虑风险更高[26]。例如，Finan 等 (2018) 发现，高质量亲子沟通（如母女开放对话）
可预测成年后抑郁症状减轻，而低质量沟通与青少年情绪问题呈正相关[27][28]。

综上所述，家庭沟通的影响因素表现出显著的多样性：性别差异研究的结论分歧揭示了亲子互动的复杂性，
而东西方文化中“情感表达与功能导向”沟通模式的差异，则进一步突显了社会文化背景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
响。这些发现为深入研究家庭沟通与自我效能感、焦虑情绪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

（三）自我效能感研究现状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由社会认知理论创始人班杜拉提出并系统阐述，其核心定义为：个体对自己能
否组织和执行一系列必要行动以达到特定目标的能力所持有的信念。这种效能信念关注的是对自身完成特定任务
所需能力的评估，而非对行为结果的预期。现有关于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几个核心方向：其影响因素、
形成机制（或前因）、产生影响（或后果）的效应机制，以及测量工具（量表）的研制。与此同时，相关研究已
在社会适应、专业发展、创业过程及学习表现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Bandura [29]的研究表明，个体自我效
能感主要受四个因素影响：过往行为成败经验（直接经验）、替代性经验、言语劝说以及情绪和生理状态。其中，
个体过往行为的成功经验会增强其对未来处理同类或相似任务的信心，从而显著提升自我效能感；类似地，观察
能力水平相近者成功完成任务，也能增强个体对该任务的自信心，提高其自我效能感；至于言语劝说，虽然他人
的鼓励或说服可以影响自我效能感，但其效果存在不确定性，易受劝说者专业水平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制约；最后，
个体积极的情绪状态通常对自我效能感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强烈的负面情绪或不良生理状态则可能削弱该信念[29]

[30]。
中国青少年自我效能感水平呈现显著群体差异与多维影响特征。在整体水平与群体差异方面，学业领域自我

效能感偏低是突出问题：王丽杰（2023）[31]对 4286 名初中生的研究发现，其学业自我效能感显著低于常模（t=
-4.72, p<0.001），且与学业压力呈负相关（β=-0.31）。城乡与性别差异亦值得关注：李强与张敏（2022）[32]通过
跨区域调查 5210 名青少年发现，城市青少年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M=2.81）显著高于农村（M=2.49, p<0.01），
男生在运动效能上优于女生（d=0.42），同时，低收入家庭青少年因经济限制导致成功经验积累不足，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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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普遍较低[33]。

三、家庭沟通、青少年焦虑情绪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现状

（一）家庭沟通与青少年焦虑情绪的关系研究

​ 作为生态系统，家庭在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既能作为保护性缓冲抵御不良心理问题的影
响，又能降低此类问题发生的风险。León-Del-Barco[34]强调了家庭环境在青少年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家庭内部的
沟通方式和行为模式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具有深远影响[35]。此外，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成员间的问题往往可
追溯到家庭单位内部沟通不畅。消极的家庭沟通，如家庭冲突和沟通频率降低，会侵蚀家庭关系，引起不健康的
家庭行为，导致青少年焦虑和抑郁[36]。相反，积极的家庭沟通可以增强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联系，促进家庭凝聚
力和弹性，是青少年焦虑的重要保护因素[37]。多项国内相关研究[38] [39]均支持良好的家庭沟通能有效缓解青少年
焦虑。周莉 (2024)[40] 和 张予思 (2025)[41] 的研究进一步区分了不同家庭教养方式的作用：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
对焦虑呈负向预测作用，而专制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则与之呈正向关联。

因此，旨在缓解青少年焦虑与抑郁的家庭干预方案，应将优化家庭沟通氛围置于核心地位。父母需着力实践
积极倾听与支持性沟通策略，同时显著减少批评指责行为。营造此种建设性的沟通环境，可有效降低青少年焦虑、
抑郁的风险水平，并增强其应对压力与情感挑战的韧性与适应性。

（二）家庭沟通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家庭沟通质量与个体一般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Stubbs等的研究证实，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更高的青少年，其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亦显著提升[42][43][44]。进一步的多项研究[45][46]一致显
示，积极亲子沟通、权威型教养方式（以高情感回应和理性要求为特征）以及富含沟通互动的家庭社会资本，均
能正向预测青少年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发展，其作用机制涵盖提供情感支持、增强信任及促进有效行为示范。反观
之，消极的亲子互动环境则显著削弱自我效能感的形成[47]。

上述实证发现契合 Bandura (1997) 的自我效能感理论框架。该理论强调，个体效能信念的形成植根于成败经
验（直接经验）、替代性经验、言语劝说及情绪/生理状态四大核心来源，且其强度受经验来源可靠性的深刻调
节。家庭作为个体社会化的核心场域[48][49]，其特有的沟通模式、互动结构及决策过程，为成员（尤其青少年）提
供了至关重要的替代学习榜样（观察父母及家庭成员的应对方式）和持续的社会支持网络（包括情感确认、信息
指导和资源获取）。这些结构化要素直接构成塑造个体效能信念的高频次、高情境相关性的经验来源。

因此，基于坚实的理论与实证基础可断言：家庭沟通系统是塑造个体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关键情境变量。良好
沟通通过提供高频次、高可靠性的替代经验与系统性社会支持，为效能感发展创造“经验强化回路”；反之，沟
通功能障碍则通过阻断有效经验供给，成为效能感形成的显著风险因子。优化家庭沟通策略应成为提升青少年心
理韧性与自我发展能力的核心干预路径。 ​

（三）青少年焦虑情绪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

自我效能感作为个体应对发展性挑战的核心心理资源，对青少年焦虑具有显著的缓冲－抑制效应。实证研究
一致表明，一般自我效能感通过双重路径影响焦虑水平：一方面通过负向预测焦虑强度[50][51]，另一方面通过促进
适应性应对策略的生成与实施[52]以实现焦虑缓解。这种作用机制根植于 Bandura的效能理论框架：自我效能感本
质是个体对自身能力掌控信念（应对生活事件）与情绪调节效能（处理事件伴随情绪）的整合性评估[53]。低自我
效能感个体易陷入认知－情绪负向循环——因预判努力无效而强化无助感，继而回避挑战并加剧焦虑[54]；反之，
高自我效能感者更倾向调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如认知重评），通过增强应对灵活性打破焦虑循环。

在特定病理维度上，自我效能感低下与社交焦虑障碍呈现强关联性。其内在病理机制体现为：自我效能感缺
失导致个体选择性依赖非适应性应对机制（如回避行为、安全行为），此类策略虽可暂时降低不适感，却因阻碍
暴露与经验积累而强化社交情境中的威胁感知偏差，最终形成“低效能→回避策略→焦虑固化”的自强化闭环。值
得注意的是，该闭环在社交焦虑中具有显著特异性：非但未能消解焦虑，反而通过剥夺个体实践社交技能的机会，
系统性削弱其社交效能信念[55]。故而，提升自我效能感构成干预焦虑的关键路径——通过重构个体的能力评估模
式、优化应对策略库、阻断负向循环，最终实现焦虑症状缓解与社会功能改善。

四、争议与局限

尽管现有研究已初步揭示家庭沟通、焦虑情绪与自我效能感的关联，但仍存在以下争议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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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本选择的偏差与代表性不足

多数研究样本集中于特定群体（如医院就诊青少年或城市学生），缺乏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的覆
盖。例如，周莉等[56]的研究样本仅来自医院抑郁症患者，可能高估焦虑与家庭沟通障碍的关联性。刘启刚等[54]
虽纳入 1073 名青少年，但未细化城乡差异，导致结果外推性受限。此外，跨文化比较研究中，中国家庭的“权
威型沟通” 可能与西方定义存在文化差异，需更多本土化样本验证。

（二）测量工具的文化适应性问题

现有研究多采用西方编制的家庭沟通量表（如 FACES IV）或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其维度（如“开放
性对话”）可能无法完全反映中国家庭的沟通特点，如“情感含蓄表达”“权威服从”等[57][58]。曾小英等[59]指出，
亲子沟通量表在评估中国家庭时，对“非语言情感支持”的测量效度不足。此外，焦虑诊断标准的差异（如 DSM-5
与 CCMD-3）可能导致不同研究间患病率数据波动。

（三）因果关系推断的局限性

现有研究以横断设计为主，难以明确变量间的时序关系。例如，虽有研究提出“家庭沟通→自我效能感→焦
虑”的路径，但缺乏纵向追踪数据验证动态因果链[60][61][62]。张予思和汪颖霞[41]指出，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可能随
青春期激素变化而自然提升，需排除年龄混淆效应。此外，部分研究忽视双向因果关系，如低自我效能感可能反
向抑制家庭沟通意愿，这种交互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探讨。

（四）文化特异性机制的研究空白

家庭沟通的文化调节效应在自我效能感形成中呈现显著东西方分野。西方研究强调言语互动维度（如自我表
露、平等对话）的核心作用，而中国家庭则更依赖非言语支持系统——通过物质关怀、代际责任履行等具象化行
为传递情感支持。这种文化差异折射出自我效能感培育的双路径模型：西方侧重语言交互中的能力确认，东方则
倚重责任共担中的实践效能积累。

在焦虑的性别差异解释上，文化期待差异导致显著的理论张力。WHO（2022）报告指出西方女性更高焦虑
患病率与情绪表达社会化（鼓励女性情感外露）密切相关；然而中国研究发现，城乡社会经济梯度对焦虑水平的
影响显著超越性别差异。这种解释冲突揭示出文化变量的深层调节作用：西方性别角色期待通过强化情绪表达差
异加剧焦虑性别化，而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压力（如户籍制度衍生的资源分配差异）可能覆盖传统性
别角色的影响。此矛盾亟待通过文化敏感的理论框架重构与跨文化比较研究予以解析。

（五）干预研究的时效性与生态效度

现有干预多聚焦短期家庭沟通训练，缺乏对“双减”政策、数字化沟通（如微信亲子互动）等新兴场景的适
应性调整。例如，陈嘉晟发现，线上家校互动对留守儿童自我效能感的提升效果有限，需结合线下情感支持。

五、小结与展望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核心三角模型——家庭沟通系统、自我效能感与焦虑情绪——构成动态发展的神经社会框
架，通过双向反馈回路共同塑造心理适应轨迹。家庭沟通经由情感传递调控自我效能感的发展，后者又影响焦虑
情绪的管理，而焦虑则反向调节家庭互动模式，形成闭环系统。家庭沟通通过双路径产生影响：建设性沟通增强
情绪韧性并缓冲应激反应，破坏性沟通则抑制效能感并触发生理应激。教养方式作为文化调节枢纽，其要求性与
回应性维度影响沟通效率，尤其在东方文化中，非言语支持具有独特作用。自我效能感在模型中起生物心理转化
作用：高效能感促进积极应对与神经可塑性，低效能感导致回避行为与默认网络过度激活，且其发展具有文化情
境敏感性。基于模型动态特性，应构建三级干预生态：家庭层面通过沟通训练优化环境；个体层面借助经验设计
与归因重构提升效能信念；系统层面开发家校协同的模块化课程与生态化技术嵌入。未来研究需采用动态建模捕
捉日水平波动，分析基因—环境交互的敏感期，并建立文化适配模型，探索异质性调节机制，验证整合干预方案
的实际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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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amily communication, self
-efficacy and adolescent anxiety in the past decade. Research shows that constructive family communication (su
ch as high dialogue orientation and emotional warmth)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risk of anxiety among adolesce
nts by enhancing family cohesion and resilience.In contrast, negative communication patterns (conflicts, accusati
ons) will exacerbate anxiety symptoms.Self-efficacy, as a core psychological resource, has a dual value in anxie
ty relief: it not only directly buffers negative emotions but also promotes individual development by enhancing
social adaptability.The core findings reveal that self-efficacy ha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family c
ommunication and anxiety.The specific mechanism is as follows: constructive communication enhances self-effic
acy through three pathways—alternative experiences, social support, and mastery experiences. This, in turn, stre
ngthens adolescents’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and reduces their anxiety levels.The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
ffect further indicates that the family parenting style (authoritative, authoritarian, neglectant) and the cultural, so
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jointly constitute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is mediating path.This study integ
rates multi-dimensional evidence chains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of "communication style - psyc
hological mechanism - situational regulation", emphasizing the regulatory role of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on int
ervention pathways.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deeply explore the neuroendocrine pathways underlying of mediatin
g mechanisms of self-efficacy and the design of differentiate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cultural adaptabil
ity.
Keywords: Adolescent Anxiety;Family communication;Self-efficacy


